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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riticism of the “keyboard man” group has raised attention to the “public opi-
nion trial” issue. The consequences include rumors, violence and an increasingly frequent reversal 
of public opin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sycholog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ocial psy-
chological motivation behind the phenomenon of public opinion trial through social events such 
as the case of Chongqing bus. It is found that the “keyboard man” phenomenon is the interwoven 
results of individual and social forces. Public opinion will be influenced by personal motivation 
such as self-presentation, and there might be a confirmatory bias. The time difference between 
social media and fact digging is the hotbed of rumo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de-individualization 
of social media and group polarization lead to intensified public opin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raw a clear line between public opinion and judicial procedure, and publicize the law through 
social events;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we-media and traditional media to create di-
alogue and provide diversified information; guide public opinion care instead of public opinion 
trial, and relieve public sent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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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网络与媒体对“键盘侠”群体的批驳引申出了舆论审判这一重要议题，即公众在事件讨论中常

用情绪的宣泄代替事实、试图影响法律和制度进程。其产生的恶劣后果包括谣言、暴力以及越来越频现

的舆论反转等。本文结合社会心理学视角，借助重庆公交车坠江案等社会事件为案例，探讨舆论审判现

象背后的社会心理动因。结论发现“键盘侠”现象是公众心理、群体影响、社交媒体传播特征等个人、

社会力量交织的结果。公众对事件进行评判时会受到自我展示等个人动机的影响，并存在验证性偏差；

社交媒体传播速度与事实挖掘之间的时间差是滋生谣言的温床；而社交媒体上的去个体化特征和群体极

化效应则导致舆论朝着偏激化的方向发展，形成声势浩大的舆论审判。因而应划清舆论与司法程序之间

的界限，利用社会事件进行普法宣传；加强自媒体和传统媒体的通力合作，创造对话、提供多元化的信

息；引导舆论关怀替代舆论审判，疏解公众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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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公众舆论的研究不仅是重要的传播学议题，也是心理学与社会学议题。社交媒体时代，社会话语

的结构被颠覆；信息以无比丰盈和多面的形式存在于各种社交载体，搜索平台、通讯平台、问答社区、

视频直播平台，都成为公共事件讨论即舆论产生的主要语境。同时人们接受信息和思考的模式也发生了

改变。克莱·舍基关注于该改变中的积极力量，认为人们的自由时间和创造力汇集成“认知盈余”可以

推动社会的进程。而其中的消极力量也无法忽略，随着“后真相”成为年度词汇，社交媒体受众以情绪

替代正义、以观点替代事实的舆论风向也引发了不小的社会困境。 
近年来，无论是网络上还是媒体中都不乏对“键盘侠”群体的批驳。这个网络词汇被用于指代在网

络上发表“正义”斥责言论，自以为占据道德高地并滥用舆论审判的人群。笔者认为其中的矛盾在于，

社会事件需要民众的探讨，而贬义的“键盘侠”和褒义的热心公民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该区分往往取决

于言论造成的结果。而在媒体机构的引导、社会群体中的蝴蝶效应等多种原因共同作用下，民众参与讨

论的动机与结果之间出现了断裂。现有情况是，当舆论对社会事件走向产生负面影响后，网络舆论倾向

于简单的将问题归结于“键盘侠”个人。而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将该问题置于舆论审判整体现象与后真

相时代特征的语境中，探讨此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学动因与传播机制动因，从而对舆论进行合理引导和

管制。 

2. 后真相时代的舆论困境 

互联网语境下的舆论经历了从传统网络舆论、新媒体舆论到融媒体舆论三个阶段的变迁，“部落社

会”化的舆论主体和主观化的受众逐渐成为舆论生态环境的重要特点[1]。已有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独特

的舆论语境催生了不同的受众行为与媒体行为。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间从传播社会事件的机制开始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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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异，传统媒体关注“事件”，而社交媒体直接产生事实[2]。后真相时代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在社交

媒体从下至上的草根化意见表达机制影响下，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被弱化，而如何重新唤起价值共识、

塑造权威是后真相时代的重要议题[3]。而社交媒体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议程设置也是引发舆论反转的动因

之一[4]。然而也并非所有学者都将舆论反转看作为恶性事件。王怀东学者就从“罗一笑”事件引发的舆

论反转中发现舆论反转后的集体思考则表现出群体的智慧结晶[5]。 
已有研究表明，后真相时代舆论困境建立在受众行为动机与社交媒体传播机制的相互作用之上，因

此对舆论审判现象的改善需要建立在对受众群体行为动机与新媒体传播机制的深入分析之上。 

3. 后真相时代的舆论审判现象动因分析 

3.1. “后真相”特征 

“后真相”被牛津词典评为年度热词，用于代表情感与个人信念超越事实的倾向，引发学界关注。

该词在早期西方语境与如今本土语境中的含义有所不同，原本指代西方民主政治现象，后在被美国学者

Ralph Keyes 拓展到日常生活中，现被广泛应用于对社交媒体舆论的讨论之中。“后真相”的“后”表明

了真相的次要地位，人们在接受信息时基于偏好和情绪立场的选择先于传播过程[6]。舆论审判现象是后

真相时代的具体表征，通过将其置于这一时代背景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将问题的焦点集中于对公众情绪

和真相的探讨。 

3.2. 舆论审判现象的受众行为表现：以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为例 

舆论审判缘起于媒体审判，是媒体对社会事件的批评监督在社交媒体时代下的新内涵，往往呈现出

与法制相分离的特征。通过舆论审判的形式，社交媒体卷入并干扰事件发展的进程。“江歌事件”、“于

欢案”等，都表现出了强烈的舆论审判倾向，成为学者们重点研究的案例。舆论审判与后真相时代的公

众特征有很强的关联性。具体表现为：公众进行事件“审判”的动因与依据往往背离了事件本身，极易

受到个人利益相关因素以及社交媒体上情绪煽动等的影响。其次，其行为表现也具有强烈的情绪宣泄特

征，舆论审判的目的往往只是找一个可以责怪的对象，而并非出于理性维护。随着事件的发展逐渐脱离

为受害者利益的考量，而成为民众与舆论攻击对象本身之间的对垒。第三，公众对事件结果的预期并没

有足够的法律与社会常识作支撑，对于事件的看待具有极强的孤立性，很少考虑事件具有的代表性意义

与事件结果对社会的长期影响。比如，当较为恶性的犯罪事件发生后，面对犯罪分子的“死刑论”常常

成为社交媒体上的主流声音。而事实上在司法程序中，死刑的判罚与之后对类似事件的预防，以及对不

法分子的震慑有着环环相扣的关系。而该目的所具有的理性常常是公众舆论所不具备的，公众“泄民愤”

的目的与之相背离。除了对司法程序的干扰，舆论审判还常常表现为舆论反转和谣言、网络暴力的结合

体。这往往是产生于社交媒体舆论发酵的速度与事实侦察速度之间的鸿沟。在公共事件发生后，公众第

一时间通过社交媒体得知有限的事件信息，而事件细节和真相的查明却远远慢于该速度，因此其中的时

间差成为了谣言和网络暴力的温床。亟待宣泄的愤怒、悲恸等情绪使得民众只希望早日“惩戒”“犯错

者”，因此极易轻信谣言，常常不等官方消息公布就发动网络暴力攻击谣言对象。 
在“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中，悲剧性的结果震惊社会，因此在黑匣子曝光前，仅因一张女轿车司机

穿着高跟鞋在路边的照片，就使得网络舆论将其指责为凶手，不仅在网络中更在实际生活中对其造成了

伤害。而当真相曝光该司机其实为受害者后，舆论迅速反转，将矛头重新指向干扰司机的女乘客、甚至

指向其他乘客，而之前网络暴力的恶性后果却无人问津。从该事件中可以看出，“舆论审判”的危险之

处在于，审判的力量是集体的强大力量，但审判错误的后果却无人买单。无论是舆论产生的速度还是公

众焦点转移的速度，都远远超过真相产生的速度，因此舆论反转间产生了众多的附带伤害，这其中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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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甚至传统媒体捕风捉影的报道已经成为了现象性的恶习。 

3.3. 舆论审判现象动因分析 

3.3.1. 舆论审判行为的社会心理动因 
1) 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呈现 
舆论审判本质上仍是许多个体行为的集合体，因此在分析社交媒体上的舆论行为时，有必要参考个

体的言论发表动机。显然，社交媒体上的观点发表与线下生活存在一定的差异。早在 2008 年戈夫曼的著

作中就指出，日常生活中人的自我呈现带有一定的表演色彩，“前台”和“后台”的区分是表演成功与

否的关键[7]。而社交媒体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前台与观众，还提供了召集观众甚至选择观众的机会，更重

要的是，我们的表演成为实时上传的内容数据，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随时供他人解读。这使得社交媒体

上的“表演”更加受到观众与环境的影响。随着社交媒体越来越在人们的形象构建中担当着重要角色，

社交媒体上的观点发表也不免带上了自我形象塑造的动机。公众在参与某一公共事件的讨论前，就已根

据自己的形象期望产生了情绪和立场，其表达的目的是：展现观点和情绪背后的某种高价值感的人格，

比如富有同情心、有正义感、疾恶如仇等。这种符合社会普遍价值的理想化，让公众的舆论表达在某种

程度上已经脱离对事件本身的讨论，也就表现为“后真相”的情绪高于事实特征。即公众的舆论表达其

实是一种缺少对话意识的自我展示[6]。随着事件的发展公众会逐渐越过受害者，形成与舆论攻击对象本

身之间的对垒。此外，公众的预先立场也会导致其对事实的选择性忽略。社会心理学认为人们的信息接

受存在“验证性偏差”，即总是会寻找支持自己信念的观点[8]，这也可以用于解释为什么当舆论情绪强

烈到一定程度时，事实也难以扭转。另一个因素则是社交媒体上的责任分散与“去个体化”特征。散播

谣言者如今面临着法律的代价，但谣言基础上的舆论则在众多网民的共同承担下显得微不足道，当个体

受到群体及匿名性的庇护时容易产生“去个体化”的效应，即弱化对自己行为的觉察、降低道德约束，

这使得社交网络上的舆论表达更具有极端化、偏激化的倾向。 
2) 舆论审判的群体行为动因 
除了个人表达的演变，是什么让群体舆论愈发偏激，以至于形成声势浩大的“舆论审判”？社会心

理学中用“群体极化”来描述这种现象，和传播学中的“回音壁效应”异曲同工，即群体讨论会引发个

人观点的变化，放大其原本积极或消极的印象；学者们逐渐在实验中发现，群体极化还会加强共同观点，

逐渐引起群体间的分离、产生鸿沟。群体极化最严重的后果表现为决策的“风险转移”，即群体决策往

往会更加冒险。这在舆论审判中表现为，舆论以抒发民愤为目的，体现出极大的冒险性和极端性，充斥

网络的“死刑说”就是最好的证明。且情绪化的、一边倒的网络舆论也会反过来影响个体，使个人丧失

独立判断的能力，形成“多数的暴政”[9]。社会心理学对群体极化现象的解释是，群体成员的认知收到

信息影响和规范影响的双重刺激。信息影响说明，对于他人提供的观点和信息，人接收的方式比信息本

身重要。仅仅是积极参与讨论这个过程就容易导致态度的转变，当参与者用话语表达观点时也会受到观

点的影响。而规范影响则涉及到社会比较的心理，即人们会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评价自己的观点；人们更

容易被与自己相像的“参照群体”所说服，即在自己选择的观众面前，人们因希望得到赞同也会将观点

表达得更加强烈[8]。 

3.3.2. 舆论审判现象的传播机制动因 
舆论审判的破坏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社交媒体传播机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技术赋

予人们的选择权，包括主动的选择和被动的选择。在社交媒体中，点赞、转发、屏蔽等机制赋予我们主

动选择受众与交流对象的权利，大数据、算法推荐则使我们被动地被划分至不同群体。这相当于为群体

极化效应提前准备好了“参照群体”，在这些群体内，公众希望其观点可以提升自我形象和受到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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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增强，对已有主流观点和群体中“权威”的从众心理也为群体极化提供了条件。 
而另一方面的影响体现在社交网络机制本身对事实的“破坏”。借用学者 Boyd 提出的“语境消解”

概念(context collapse)，即人与人的沟通和行为需要借助情境的线索。而在社交媒体环境中，时间、空间

等情境特质被模糊消解[10]。因而沟通中人们的情境推断收到阻隔，容易产生偏见化的、情绪化的误解。

对信息的数字化储存也使得主动性的误解变得更加容易。通常的情况是，在司法机构还为对事件人物定

性之前，网民就早已将其之前脱离语境的数字化信息挖掘出来，并进行了有倾向性的、情绪化的解读和

审判。 
因此正如多位学者所怀疑的，在社交媒体语境下，“事实”的呈现变得越发困难。后真相的困局并

非仅仅由于受众主观地拒绝真相，更因为社交媒体环境下语境的剥离、圈层化的信息接受使得公众难以

相信什么是真相。 

4. 针对舆论审判困境的建议 

通过分析本文发现，舆论审判现象背后包含了个体的自我展现需要、群体的观点极化倾向等公众行

为动因，也受到自媒体引导、个性推荐等社交媒体机制下的参照群体的影响。因此改善舆论审判现象要

对公众心理和情绪进行合理的引导，并对社交媒体机制进行巧妙的利用与监管。 
1) 加强普法宣传，提升舆论素养 
前文分析中发现，公众试图用舆论审判替代法律审判的最根本原因是对法律机制的不信任，以及对

司法效率的不满意。因而应将社会事件作为普及提升公民法律常识的窗口，在微博、知乎热搜话题中，

开展对法律意识的探讨和对法律知识的普及。此外，司法调查需要时间，而除了提高司法效率之外，也

应尽力保证司法调查的透明度，及时通过司法部门账号以及具有公信力的媒体发布事件进展，疏解公众

的焦虑情绪。 
2) 自媒体传统媒体通力合作，主动辟谣，引导多角度讨论 
分析发现，舆论讨论中易产生群体极化效应，造成舆论的一边倒。针对该问题，首先应从打击谣言

入手，将提高辟谣速度与提升造谣成本相结合。社交媒体上信息发布和传播的速度极快，因此需要自媒

体与传统媒体通力合作。自媒体主动发现谣言，传统媒体利用其公信力击碎谣言。除了谣言产生后的应

对外，也应主动生产多角度的信息观点，以从源头缓解极化，比如在已有事实的基础上通过媒体间高质

量、多角度的互动，引导受众从聆听多重观点，减轻极化现象的产生。 
3) 舆论关怀替代舆论审判，疏导公众情绪 
面对性质较恶劣的社会事件，受众难免产生共情，此时也常常出现利用和煽动公众情绪，获取流量

的不良媒体。因此首先可在相关话题中开设专题，加强对“标题党”、煽动性媒体账号言论的管制，及

时进行批评指正。其次公众对社会事件的关心是社会进步的必须，因此对公众情绪不能一味干预、控制，

而应进行合理的疏导，引导用舆论关怀替代舆论审判，将公众的感性应用于对受害者与受害者家属的关

心，将公众理性应用于事件追责与探讨。鼓励公众在网络上塑造有爱心的、关心他人的群体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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